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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摇 要:基于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跨年度调查数据,本文在实证上测度了县政府、乡镇政府、村两

委之间的“压力型体制冶 。 分析结果表明,“压力型体制冶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乡村两级干

部较为普遍地、有选择性地执行上级的考核任务,考核压力在多个行政层级之间的传递呈现明显的

衰减特征。 农业税费改革之后,财政体制的集权有助于强化县乡之间的控制力度,却没有显著增强

乡镇政府对村两委的控制力。
关键词:压力型体制;政府考核;县(乡)政府

中图分类号:F325. 4 摇 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摇 文章编号:1671-7465(2016)03-0123-14

一、导言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科层体制中,上级政府经常会按照自身的意志来确定下级政府的工作目

标,并通过一定的绩效评价以及奖惩措施来确保目标的实现。 荣敬本等 [1] 将中国地方政府的这

种行政管理体制概括地表述为“压力型体制冶 。 具体就县(乡)政府而言,县(乡)政府为了完成

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运用任务分解的方式和量化考核指标体系,将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

分解到乡镇政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 ,然后根据实际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
在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和基层治理的研究文献中,“压力型体制冶被视为中国地方政府运转机制

的重要特点,因此,“压力型体制冶的运转方式及其对经济发展和基层治理的影响一直受到了广

泛的关注。
关于压力型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周黎安 [2] 考察了省级干部提拔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发

现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并推断政治晋升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激励;Landry[3] 研究了市

级领导的晋升,发现市长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不好而处于不利地位;周飞舟 [4] 关于“大跃进冶案

例的研究说明,晋升锦标赛式的绩效考核尽管能够短期内激发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却无法持续

发挥作用;陶然等 [5] 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省级官员晋升与经济绩效没有统计上显著关系的证据;
徐现祥等 [6] 认为,锦标赛制的干部考核在促使地方官员致力于发展辖区经济的同时,也加剧了

区域间的经济差距。
关于压力型体制和社会治理的关系,文献中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 例如,Edin[7] 认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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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政府通过干部考核,有效地实现了对下级的控制;陶然等 [5] 强调,上级政府通过行政压力所贯

彻的“硬指标冶是基层干部乱收费、乱摊派的制度根源,而章奇等 [8] 则指出,贯彻上级的“硬指

标冶会给基层民主建设带来负面影响;杨瑞龙等 [9] 认为,中央对地方官员问责过于严厉反而可

能强化地方官员阻碍上访;秦小建 [10] 也对目前的压力型维稳体制提出了相似的批评意见;高
琳 [11] 指出,地方财政分权可以显著改善基层治理的水平,并会提高居民的满意度。

关于压力型体制之下基层干部的行为特征,O爷 Brien 和 Li[12] 指出,基层干部会按照自身的

利益诉求,有选择性地执行上级的考核任务;饶静等 [13] 指出,由于乡镇政府承担的工作指标与

上级下放的权力并不对称,往往采取“变通冶的方式应对上级要求的工作;海贝勒等 [14] 认为,当
上级考评指标很难完成的时候,下级干部可能共谋来操纵考评结果。 欧阳静 [15] 的案例研究也

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央推行了以“农村税费减免冶为核心的基层治理体制改革。

这一改革对县、乡、村三级的行政和财政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基层

政府的“压力型体制冶在这一改革前后的变化特征。 周飞舟 [16] 认为税费改革以后,乡村基层政

权的行为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从过去的“汲取型冶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冶 ;渠敬东

等 [17]认为,税费改革以来“压力型体制冶的作用机制出现了多方面的变化:加强了对指标完成手

段的管理,强化了政府的依法行政;加强了行政问责制,将激励和惩罚结合在一起,从“政治锦标

赛冶变成了“政治淘汰赛冶 ;加强了量化指标结构的多重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稳定指标以及民众

满意度指标地位上升。 不过,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税费改革并没有改变“压力型体制冶的基本格

局。 李芝兰等 [18] 指出,基层政府在面临上级压力时,会以“弱者的手段冶回应,通过“反倒逼冶将

压力上移,致使“三农冶问题恶化;赵树凯 [19] 认为,集权化的改革方式掏空了乡镇政府的管理职

能,“压力型体制冶对乡镇政府工作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欧阳静 [20] 强调,由于乡镇一级政府

在税费改革后财政更加困难,压力型体制的固有矛盾更加尖锐;饶静等 [13] 认为,税改后乡镇政

府沦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责任大而权力小,使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冶的非正式运作表现

得更为突显。
尽管“压力型体制冶被广泛关注,但既有文献多为个案研究,尚缺乏系统性的实证研究。 基

于全国六省 60 乡镇 120 村的调查数据淤, 本文针对“压力型体制冶提出了一个可比较的测度方

法,并以此对“压力型体制冶的若干运转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县、乡、村三级的干部考核与工

作职能的调查数据,重点分析如下几方面问题:县乡和乡村之间行政压力的地区差异及演变特

征;行政压力在科层组织内部的传导过程,以及基层干部的有选择性实施行为;与干部绩效考核

相关的各种激励手段对于落实政策任务的作用;近年来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对于“压力型体

制冶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县乡政府的绩效考核;第三部分提出了测度压力型

体制的若干指标;第四部分将汇报实证计量结果;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县乡政府的绩效考核

侯麟科等 [21] 讨论了中国地方政府干部考核中的四个类型。 第四类考核以地方各级领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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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本文利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六省连续跟踪调查数据。 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了样本省、县、乡镇和村。
首先,把全国分为 6 个大区,在每个大区内随机选取 1 个省,最终选取的样本省分别是吉林、河北、陕西、四川、江苏和福建;其
次,在每个样本省分别把省内所有县按照人均工业产值排序后进行五等分,在每个等分组随机抽取 1 个样本县,最后确定了

30 个样本县;随后,在每个样本县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进行了分层抽样,每个样本县抽取 2 个乡镇,一共抽取了 60 个样

本乡镇;在样本乡镇,也是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分层抽样,每个乡镇选取 2 个样本村,一共确定了 120 个样本村。 由于调

查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2000 年和 2004 年样本村是 116 个,2007 年是 119 个村。



子综合指标完成情况为目标。淤 本部分将重点讨论县级政府考核乡镇政府的综合目标责任制

(以下称为县乡考核)和乡镇政府考核村两委于的综合目标责任制(以下称为乡村考核)的基本

内容、激励手段及其变化情况。 这两个层级的考核无疑属于第四类干部考核。
以县乡考核为例,各个地区和时期具体实施的模式和手段都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 通常情

况下,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制订考核指标及其权重会充分考虑上级安排的工作重点,并综合本

县各条线部门的想法。 县委办公室通常负责牵头执行考核指标,组织部、县委政研室或机关工

委等部门也可能牵头,各专业委办局则负责考核指标的具体解释、统计并计算考核得分。 事实

上,如果某一专业部门工作受到县委主要领导的重视,那么这一个专业部门通常会负责解释和

统计与其工作相关联的具体指标。 牵头单位会根据考核指标所占权重,将各专业部门提供的考

核得分按百分制换算,以便比较不同类别考核对象的相对表现,并依据考核最终得分进行

奖惩。盂

本部分汇报 2000 年、2004 年、2007 年县乡和乡村考核的主要指标和激励方式。榆为衡量县

乡考核指标的分布变化,表 1 分别给出了三个调查年度前五项考核指标的频次排名。 即在最重

要前五项县乡考核工作中,包含该项工作的乡镇个数除以样本乡镇个数,以测度该指标在抽样

地区县乡考核中的相对重要程度。 其中,招商引资、发展乡镇企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类、经济发

展类指标和计划生育、税费收缴以及政治组织工作等政治、财政类指标排名比较稳定;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和农业产业化排位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农民增收指标的排名则逐步下滑。
表 1摇 县乡考核中前五项指标的频次排序

2000 年 2004 年 2007 年

指标内容
前五项考核中包含该

项指标的样本乡(% )
指标内容

前五项考核中包含该

项指标的样本乡(% )
指标内容

前五项考核中包含该

项指标的样本乡(% )

计划生育 61 招商引资 79 社会综治 78
招商引资 59 计划生育 60 招商引资 76
农民增收 56 社会综治 57 计划生育 56
社会综治 51 农民增收 50 政治组织工作 46

政治组织工作 47 政治组织工作 48 税费收缴 41
税费收缴 44 税费收缴 35 农业产业化 41

发展乡镇企业 32 发展乡镇企业 26 农民增收 30
GDP 增长 25 农业产业化 22 发展乡镇企业 20

农业产业化 18 GDP 增长 21 基础设施 20
基础设施 16 基础设施 17 安全生产 17

摇 摇 摇 资源来源:作者根据调查数据整理。 以下各表相同。

为落实考核任务,县政府一般都会根据考核结果,对乡镇领导班子进行奖励。 激励手段一

般分为四种情况:对乡镇领导班子进行物质奖励、对乡镇政府进行财政收入分成和各种政策优

惠(如在土地开发和城镇建设方面给予政策鼓励) 、对乡镇主要领导进行提拔。 如表 2,大多数

样本县都采取了考核成绩与物质奖励挂钩的方式,超过半数的县乡考核与政治激励(干部提

拔)挂钩,且在税改前后的变化不大。 但税费改革之后,县政府对乡镇政府进行财政分成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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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盂

榆

上述四类考核之中,第一类考核与干部任用直接相关,但这类考核通常没有具体的指标计算体系,仅侧重于广泛征求

某个领导干部的下属及其主管领导对该领导干部的意见(对于一些政府窗口单位或者基层单位,有时也会征求群众的意见) ,
然后汇报给上级党委。 当然,组织部门在汇总意见的时候,也会参考第四类考核的结果,但第四类考核在任免中究竟会占到

多大权重很不确定,也不透明。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在对第四类考核的问卷调查中,直接要求被调查的干部回答,该项考核结

果是否会影响干部的提拔。
“村两委冶指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 《村民自治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并非一级政府。 但是,

在实践中,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会受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担负一定行政管理职能。
王汉生、王一鸽 [22] 对基层政府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的具体执行办法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基于本文的调查样本,有关基层干部考核与工作职能的详细描述,请见侯麟科、刘明兴等 [21] 。



优惠的情况大幅减少。 考核成绩影响乡镇干部的提拔,这一调查发现与“晋升锦标赛冶理论的

观点相近。 不过,建立这一挂钩机制的乡镇在调查样本中随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总体的

比重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 例如,许多在 2004 年存在政治激励手段的乡镇,到 2007 年就取消了

这种做法。 这说明,考核绩效在现实中的确影响基层干部的提拔,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稳

定的、非线性的。 即考核体制是选择的结果,“晋升锦标赛冶理论仅仅反映了干部考核体制的部

分特征。
表 2摇 县乡考核的激励方式

2000 年 2004 年 2007 年

激励方式
实施该激励方式

乡镇的比例(% )
激励方式

实施该激励方式

乡镇的比例(% )
激励方式

实施该激励方式

乡镇的比例(% )

物质奖励 83 物质奖励 81 物质奖励 79

财政分成 52 财政分成 52 财政分成 12

政策优惠 55 政策优惠 53 政策优惠 11

干部提拔 57 干部提拔 57 干部提拔 54

摇 摇 随着县乡考核重点的变化,地方政府对村两委的考核指标在不同时期也出现了显著的结构

性变化。 如表 3,在前五项工作指标排名中,计划生育基本保持稳定水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

排名略微有所靠前,但频次大致保持原有水平;税费上缴的排名和考核频次都呈现下滑态势;发
展集体经济、政治组织工作以及廉政建设等指标在 2004 年以后也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下滑;农民

增收和合作医疗两项指标的重要程度在 2004 年后快速上升;招商引资、安全生产等两项工作的

重要性在 2000 年至 2004 年间有显著提高,但这一趋势在 2004 年以后有所改变。
表 3摇 乡村考核中前五项指标的频次排序

2000 年 2004 年 2007 年

指标内容
前五项指标中包含该

项指标的样本村(% )
指标内容

前五项指标中包含该

项指标的样本村(% )
指标内容

前五项指标中包含该

项指标的样本村(% )

计划生育 74 计划生育 70 计划生育 79

税费上缴 67 政治组织工作 68 社会综治 59

政治组织工作 65 廉政建设 60 农民增收 40

社会综治 58 社会综治 52 政治组织工作 40

廉政建设 48 发展集体经济 42 廉政建设 38

发展集体经济 44 税费上缴 24 合作医疗 26

基础设施建设 18 招商引资 22 招商引资 25

农民增收 17 安全生产 22 发展集体经济 24

土地管理 13 基础设施建设 21 安全生产 21

农业产业化 13 农民增收 16 基础设施建设 16

安全生产 13 土地管理 15 税费上缴 15

摇 摇 乡镇党委政府采用的激励手段与县乡考核有所区别。 例如,乡镇政府和村集体之间一般不

像县乡政府之间存在财政收入的分成体制。 这里重点考虑三种激励方式(见表 4) :对村两委班

子的物质奖励、对村集体的优惠政策(如给予村庄建设和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各种财政专项补

贴) 、将村干部提拔到乡镇政府及其下属事业单位任职(即给予村干部国家正式行政或者事业

编制待遇) 。 当然,虽然许多乡镇都对村干部采取了政治激励的手段,但是从实地调查的情况

看,真正能够提拔到乡镇政府工作的村干部并不多(相对于村干部的总体数量来说) 。
农村税改后,与县乡考核不同的是,乡镇政府加强了对村干部的物质和政策激励。 政治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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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在税改初期虽然有所减弱,但是随后又有所加强。 乡村考核中加强激励手段与乡村财政集权

的趋势并不矛盾。 由于税改后村庄集体收入下降而债务规模上升,导致村两委班子涣散,村民

没有积极性担任村干部,所以乡镇政府需要加强对村干部的激励,以维系自身的政治控制能力。
县乡这两个行政层级的考核内容与激励方式构成了“压力型体制冶的运转基础。 将之分别

与乡镇政府和村两委的实际工作职能进行对比,就可以分析基层干部在执行上级各类政策目标

时的行为特征,进而评估“压力型体制冶的实际效果。 下文的表 5 和表 6 给出了乡村两级干部的

主要工作职能排序。
表 4摇 乡村考核的激励方式

2000 年 2004 年 2007 年

激励方式
实施该激励方式

村庄的比例(% )
激励方式

实施该激励方式

村庄的比例(% )
激励方式

实施该激励方式

村庄的比例(% )

物质奖励 65 物质奖励 68 物质奖励 81

政策优惠 42 政策优惠 46 政策优惠 61

干部提拔 41 干部提拔 23 干部提拔 30

三、压力型体制的实证测度

对于县政府所制订的某一项工作目标,如何通过乡镇政府的努力,最终转化为乡村两级干

部的实际工作职能?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压力型体制冶的动态传导过程。
在现实中,下级领导班子的工作职能与上级政府的考核指标通常是不一致的。 这反应了两

方面的机制,一是上级对下级的控制较为宽松,下级有一定的自主权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来确

定自身的工作重点;二是下级的工作任务虽然都是上级布置的,但其重要程度排序却出现了很

大的变化,即下级的核心工作往往不是上级考核的重点指标。 这意味着,下级在有选择性地实

施上级的要求。 “工作自主权冶和“有选择性实施冶在现实中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在实证上区

分二者也有一定的困难。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定义:如果下级的实际工作内容不是上级布置的

(不是上级考核的指标) ,那么此类工作所占比重越高,则下级的工作自主权越大;如果下级的

实际工作内容来源于上级的考核,但是二者在重要程度排序上差异较大,那么二者之间差异越

大,则下级越倾向于有选择性地实施上级的意图。
对于县、乡、村三级的关系而言,本文首先构建“重合率指数冶 ,即下级职能中最重要五项工

作与上级最重要五项考核工作的重合工作项数。 例如,从县乡考核角度,我们可以计算乡镇政

府最重要工作与县政府考核的最重要五项工作的匹配数量。 重合率在一定程度上测度了上级

对下级的控制力度,重合率越高,则说明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力越强。淤

其次,构造了“负担率指数冶 ,即乡镇政府和村两委干部班子的职能中最重要五项工作中由

上级布置的工作占比。 负担率越高,说明干部班子成员越是按照上级的意图来确定自身的主要

工作职能。 逻辑上,如果重合率较低,而负担率较高,则说明相应的干部班子是在有选择地执行

上级所布置的任务;如果重合率和负担率都比较低,则意味着干部班子有较为充分的工作自

主权。
不过,在调查样本中,乡镇政府领导班子的主要工作无论是否与县政府的考核重点相重合,

基本上都源自于上级的意图,各地区之间的变异很小。 这就是说,重合率越低,乡镇政府就越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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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粗略的测度,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高估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力度。 比如,上级考核的工作刚好是下

级感兴趣的工作,即使没有考核,下级依然会努力工作。 在逻辑上,如果上级意图完全与下级实际需求相吻合,那么我们关于

“自主权冶和“有选择性实施冶的测度指标也会出现一定偏差。



向于有选择性地执行上级的任务。 下文不再汇报乡镇政府的负担率指数。 但对于村两委来说,
我们的抽样数据表明,其在工作的自主权方面明显大于乡镇政府。 这体现在,部分工作任务来

自村干部的自主意愿,而不是上级的考核。 因此,我们有必要同时使用重合率和负担率两个指

数,来描述村干部的行为特征。

图 1摇 县、乡重合率和乡、村重合率

摇 摇 图 1a 为乡镇政府的重合率变化情况,b 为村两委的重合率变化情况。 不难看出,乡镇政府

2004 年与 2000 年重合率变化不大,而 2007 年重合率上升幅度较大。淤 伴随着农业税费改革,
乡镇财力被大幅度上收,这使得县政府强化了对乡镇政府的行政控制。于尽管税费后,村财乡管

的模式被普遍采取,但与乡镇政府不同的是,村两委的重合率自 2000 年以来则没有明显变化。 根

据秩和检验结果,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2004 年相对 2000 年,2007 年相对 2004 年,2007 年相

对 2000 年都没有显著变化。 这说明,财政集权对于县乡关系和乡村关系的影响是不对称的。
县政府的压力性任务是否可以传导到村两委? 逻辑上,乡镇政府有动力将县政府的考核压

力向村两委转移,且县政府对乡镇政府的考核压力越大,相关工作任务就越有可能成为村两委

的“工作负担冶 。 在现实中,县政府的考核压力不一定能够传导到村两委的层面,这取决于多方

面的因素。 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因素是,村两委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完成县政府的考核

任务? 例如,“招商引资冶对多数村干部来说都超出了自身的能力范围,乡镇政府也就很难将之

简单地转嫁给村干部。 为了控制各种工作任务在这方面的差异,本文构造了乡镇政府对村两委

的“依赖度指数冶 ,即乡镇政府职能中最重要五项工作依赖村两委配合的程度。
本文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测度乡镇政府的依赖指数。 根据乡镇职能的最重要五项工作任

务,若某项任务需要村两委配合,赋值为 1;若部分地需要村两委配合,赋值为 0 . 5;若不需要村

两委配合,赋值为 0。 将五项任务赋值得分加总,计算出该乡镇的得分,除以最大可能得分,即
得到该乡镇的简单依赖度指数。 加权压力指数是根据最重要五项工作任务的位次,赋予了不同

的权重。 按照乡镇工作职能的重要性顺序,倒序赋以权重,即排在第 1 位的工作任务得分乘以

权重 5,排在第 2 位的工作任务赋值乘以权重 4,以此类推。 将加权后的得分加总,就得到乡镇

的得分;除以最大可能得分,即得到该乡镇的加权依赖度指数。
由图 2 可以看出,乡镇政府对村两委的依赖度指数在 2000—2007 年间没有系统性变化。

根据秩和检验的结果,仅有 2007 年相对 2000 年的加权依赖度指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盂 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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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盂

根据秩和检验的结果,乡镇重合率 2004 年对 2000 年,2007 年对 2004 年,2007 年对 2000 年 p 值分别为 95 . 09% ,0,
0,即 2007 年重合率显著地异于 2004 年和 2000 年。

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大多数乡镇到了 2007 年都已经从相对分权的财政体制改变为“统收统支和乡财县管冶模式。
即,乡镇一级财政不再设立金库,乡镇财政的收入全部上缴给县财政,县财政核定乡镇的支出基数后再拨款给乡镇政府。

根据秩和检验的结果,加权压力指数 2004 年对 2000 年,2007 年对 2004 年,2007 年对 2000 年 p 值为 65 . 54% ,
17 . 07% ,6 . 63% 。



明,在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对村两委的工作总体依赖水平没有太显著的变化。

图 2摇 乡镇政府的简单依赖度指数和加权依赖度指数

表 5摇 乡镇工作对村干部的依赖程度

年份 工作项目 简单依赖度指数 以该工作为重点的乡镇(% )

2000 年 计划生育 0 . 96 67 . 25

招商引资 0 . 66 53 . 45

税费收缴 0 . 8 48 . 3

社会综治 0 . 95 48 . 3

政治宣传,组织建设 0 . 89 32 . 75

农业产业化 0 . 97 31 . 05

基础设施建设 0 . 92 31 . 05

农民增收 0 . 97 29 . 3

发展集体经济 0 . 92 20 . 7

2004 年 招商引资 0 . 64 65 . 5

社会综治 0 . 96 63 . 8

计划生育 0 . 95 55 . 15

政治宣传,组织建设 0 . 86 36 . 2

基础设施建设 0 . 88 34 . 5

税费收缴 0 . 68 29 . 3

农业产业化 0 . 97 29 . 3

农民增收 1 24 . 15

安全生产 0 . 82 24 . 15

2007 年 社会综治 0 . 89 84 . 75

计划生育 0 . 88 64 . 4

招商引资 0 . 46 64 . 4

政治宣传,组织建设 0 . 91 50 . 85

农业产业化 0 . 98 40 . 7

基础设施建设 0 . 92 30 . 5

税费收缴 0 . 35 28 . 8

农民增收 0 . 84 28 . 8

安全生产 0 . 91 18 . 65

摇 摇 表 5 给出了乡镇政府的各项主要工作职能对村两委的依赖程度。淤 总体上看,乡镇对村两

921

第 3 期 吕玉霞,刘明兴,徐志刚:中国县乡政府的压力型体制:一个实证分析框架

淤 按某项工作非常需要、需要和不需要村两委配合,分别赋值 1、0 . 5 和 0,按该项工作组内平均。



委的依赖程度比较高,除了少数几项,如招商引资和 2004 年以后的税费收缴,其余各项工作任

务都在 0 . 8 以上。 招商引资在 2000 年、2004 年和 2007 年三个年度都低于 0 . 7,这表明该项工

作主要依靠乡镇政府自身完成,村两委从事辅助性的工作。 例如,乡镇政府招商引资后,需要征

用土地,村两委一般要负责处理征用土地可能引发的村民不满等问题。 税费收缴由 2000 年的

0 . 8 下降为 2007 年的 0 . 35,反映了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税费收缴的内容发生变化,从以农业

税和“三提五统冶为主转向以工商业税收为主,这项工作对于村两委的依赖程度下降。
为了测算村两委工作的自主程度,本文构造了村两委简单负担指数和加权负担指数。 根据

村两委职能中的五项工作,若某项任务来自乡镇以上政府任务赋值为 1,若由乡镇以上政府倡

导、村两委自行设计赋值 0 . 5,其余情况赋值 0。 将赋值加总得到该村两委的得分,除以最大可

能得分,即得到该村两委的简单负担指数。 加权负担指数是根据最重要五项任务的位次,按重

要程度赋予相应的权重。 处理方法与前文构造乡镇加权依赖指数类似,可得到村两委加权负担

指数。
图 3 是村两委的负担率指数在 2000 年、2004 年和 2007 年的分布图。 如图所示,村两委负

担指数的分布在两种测度下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淤 这表明,农业税费改革前后,村两委工作自

主程度没有发生系统性改变。

图 3摇 村两委简单负担率指数和加权负担率指数的分布

对比图 1 和图 3,我们不难发现,样本村庄之间的自主程度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 如果乡村

重合率低,而负担指数高,则说明村干部在有选择性执行上级的任务;如果重合率和负担指数都

低,那么就意味着村两委的工作自主权较高。 这两种情况在样本中都是存在的。
表 6 描述了村两委的各项主要工作职能的负担程度。 与表 5 相比,对于同一项工作,村两

委的负担率明显低于乡镇政府对村两委的依赖度。 即村两委的该项工作职能主要源于自身的

主观能动性,而非乡镇的考核压力。 相对于其他重点工作而言,村两委的负担率与乡镇政府依

赖度匹配较好的是计划生育。 负担率较低的工作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体经济和农民增

收等几项工作。 这说明,相对于一些政治性任务来说,村两委对此类经济发展任务的积极性

较高。
一般而言,乡镇政府自身越依赖村两委配合其工作,对村两委的考核压力就越大,则村两委

工作的负担率就越高。 当然,乡镇的主要工作不依赖村干部,并不意味着乡镇对村干部就没有

控制力;乡镇很依赖村干部,也未必就能让村干部听话。 一些地区乡镇依赖度低,但乡村考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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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根据秩和检验的结果,村两委简单负担指数 2004 年对 2000 年,2007 年对 2004 年,2007 年对 2000 年 p 值为

63 . 51% ,77 . 37% ,54 . 11% 。 根据秩和检验的结果,村两委加权负担指数 2004 年对 2000 年,2007 年对 2004 年,2007 年对

2000 年 p 值为 35 . 98% ,51 . 8% ,14 . 57% 。



重合率依然很高。 即村干部对乡镇来说并不是太重要,但村干部依然听话;还有一些地区,乡镇

依赖度低的时候,重合率也偏低,但是负担指数却高。 这说明当乡镇不是太依赖村干部的时候,
村干部可以有选择性地执行上级的任务。

表 6摇 村两委工作负担及变异程度

年份 摇 摇 工作项目 以该工作为重点的村比例(% ) 负担程度 变异系数

2000 年 税费上缴 73 . 68 0 . 95 0 . 19

计划生育 65 . 79 0 . 91 0 . 28

政治宣传,组织建设 58 . 77 0 . 74 0 . 48

社会综治 51 . 75 0 . 6 0 . 67

发展集体经济 41 . 23 0 . 52 0 . 6

基础设施建设 29 . 82 0 . 4 1 . 02

廉政建设 28 . 07 0 . 61 0 . 45

安全生产 17 . 54 0 . 93 0 . 2

土地管理 16 . 67 0 . 5 0 . 94

2004 年 计划生育 64 . 66 0 . 9 0 . 29

政治宣传,组织建设 56 . 03 0 . 75 0 . 46

社会综治 53 . 45 0 . 65 0 . 64

发展集体经济 38 . 79 0 . 53 0 . 64

基础设施建设 37 . 07 0 . 51 0 . 81

廉政建设 30 . 17 0 . 64 0 . 52

安全生产 25 . 86 0 . 87 0 . 3

招商引资 23 . 28 0 . 56 0 . 63

税费上缴 22 . 41 0 . 92 0 . 25

2007 年 计划生育 65 . 52 0 . 92 0 . 2

社会综治 49 . 14 0 . 61 0 . 6

基础设施建设 40 . 52 0 . 34 1 . 11

发展集体经济 34 . 48 0 . 49 0 . 59

政治宣传,组织建设 31 . 90 0 . 76 0 . 46

农民增收 26 . 72 0 . 56 0 . 68

安全生产 24 . 14 0 . 7 0 . 49

合作医疗 20 . 69 0 . 85 0 . 32

科技推广 19 . 83 0 . 63 0 . 49

摇 摇 为了直观起见,我们在表 7 中描述了在三个调查年度间,县乡考核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五

项指标在县、乡、村之间的压力传递过程。 为了简化起见,我们暂不考虑“乡镇工作依赖度冶的

影响,因此招商引资虽然属于县乡考核的主要指标,但由于该工作的执行不依赖于村干部,故本

表未列该项工作。
以“社会综治冶为例,样本中该指标作为县乡考核的前五项指标之一一共出现了 107 次(由

于 2000、2004 和 2007 年样本乡镇的数量均为 60 个,因此频数的上限为 180 次) 。 在被考核的

乡镇政府中,“社会综治冶作为乡镇前五项工作职能之一一共出现了 83 次,即该单项指标在乡镇

一级的重合率为 0 . 78。 同时,在此类乡镇中(对应的村庄频数为乡镇数量的两倍,即 166 次) ,
“社会综治冶在乡村考核的前五项指标中出现的频数为 93 次。 而在被考核的村庄中,该指标作

为村两委五项主要工作职能的频数为 51 次,即在村庄一级的重合率为 0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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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摇 县、乡、村主要工作指标考核压力传导情况

社会综治 计划生育 政治组织工作 农民增收 税费上缴

a. 县乡考核中出现的频数 107 101 78 76 67

b. 被考核同时履行该项职能的乡镇数量 83 83 54 36 47

摇 占比:b / a 0 . 78 0 . 82 0 . 69 0 . 47 0 . 70

c. 在履行该项职能的乡镇中,村两委同时也被考

核的频数
93 121 56 19 46

摇 占比:c / 2*b 0 . 56 0 . 73 0 . 52 0 . 26 0 . 49

d. 履行该职能的村两委数量 51 93 21 10 40

摇 占比:d / c 0 . 55 0 . 77 0 . 38 0 . 53 0 . 87

摇 摇 也就是说,当县政府将“社会综治冶纳入考核乡镇的前五项指标之时,在其行政辖区内只有

24% 的村庄被重点考核该项指标,并将之纳入到村两委的五项主要工作职能之中(将表 7 中对

应的 d 除以两倍的 a 即得到这一比值) 。 这个压力衰减的幅度是非常显著的。 究其原因,主要

有三方面:(1)虽然县政府对基层维稳工作进行了重点考核,但是乡镇政府却没有将之作为自

己的主要工作任务,即乡镇政府有选择性执行上级的考核任务;(2)虽然乡镇政府按照县政府

的意图,将之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职能,但是却没有列入对村庄的重点考核。 如表 5 所示,乡镇

政府在执行“社会综治冶任务时,高度依赖村两委的配合。 不过,在乡镇的辖区之内,不同村庄

的社会稳定状况有很大的差异(如一些地理位置偏僻、集体经济状况较差的村庄,各类上访和群

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也较低) ,因此乡镇政府不一定对所有的下辖村庄都会重点考核该指标;
(3)尽管乡镇政府将“社会综治冶纳入考核村两委的五项重要指标之一,但是村两委却没有将之

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任务,即村两委也在有选择性执行该项任务。
表 7 所列的五项指标中,乡镇政府均存在有选择性实施县政府考核任务的情况。 相比之

下,“农民增收冶的问题最为严重;其次是“税费上缴冶 ,不过这可能是受到了税费改革的影响。
而对于乡镇政府的各项考核任务,村两委有选择性实施的变异程度更大。 其中,村两委最为积

极执行的考核任务是“计划生育冶和“税费上缴冶 ,其次是“社会综治冶和“农民增收冶 ,最差的是

“政治组织工作冶 。 也就是说,乡村两级干部都有较高的积极性执行资源汲取性的考核任务淤,
且都相对缺乏执行县政府关于改善民生类考核任务的积极性。 与乡镇政府不同的是,村两委对

于各种政治、社会控制类的考核任务的积极性都不高。 这可能是由于村两委缺乏足够的政策手

段(如进行社会维稳和村组干部班子建设) ,也可能是由于村干部很难从类似任务中获取个人

收益(如进行政治宣传、基层党建) 。于

四、计量分析结果

本部分将检验县、乡、村三级考核压力传导机制的影响因素。 逻辑上,如果县政府对乡镇政

府的考核压力越大,而乡镇政府越依赖村两委配合其自身的主要工作,则乡村考核的压力就越

大(乡镇政府将其受到的压力向下分解转移) ,进而村两委的工作负担程度也就越高。
我们使用了一个 t = 3 的面板( panel)模型来检验上述命题。 具体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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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可以为基层干部带来罚款收入,因此有资源汲取的性质。
相比之下,如表 3 所示,“基础设施建设冶在乡村考核中的地位并不重要,但是其在村两委的工作职能中却较为重要,

且该项工作的负担率水平较低(见表 6) 。 显然,村两委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并非源自上级的考核压力,但这并不意味

着上级政府的政策是无效的。 事实上,自 2000 年至 2007 年,“基础设施建设冶在村两委职能中的地位逐步加强,这显然与中

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优惠政策有关。 换言之,对于村干部来说,政策引导比行政压力更有效。



Y it = X忆 it茁+琢 i+淄 it (1)
其中,i、t 分别为截面维度与时间维度,i 表示不同村庄, t 表示不同年份,琢 i 表示村庄层面不

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淄 it是随机扰动项。 对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通常采用两种模型:固
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当 琢 i 与回归变量相关时,按固定效应回归得到的估计系数是一

致有效的。 若 琢 i 与回归变量正交时,两种方法得到的估计系数都是一致的,随机效应的效率更

高。 笔者用 Hausman-test 检验了下文的四个模型,发现 琢 i 与回归变量都不具有相关性,所以后

文的回归分析均基于随机效应模型。
被解释变量包括乡村考核重合率、村两委的简单负担指数和加权负担指数。 解释变量主要

包括县乡考核重合率和乡镇依赖度指数。 由于乡镇政府的工作职能基本上都来源于县政府的

要求,因此县乡考核重合率既代表了县政府对乡镇政府的考核压力程度,也刻画了乡镇政府有

选择性实施考核任务的行为倾向。 考虑到县乡重合率已经综合反映了县政府对于乡镇政府的

控制能力,回归中就不再控制代表县乡考核激励手段的变量。
模型(1)还分别选取了代表村庄特征和乡镇激励手段的两组控制变量。 在村庄特征变量

中,村庄人口表示村庄的规模,人均纯收入表示村庄经济发展程度,人均村庄集体收入表示村两

委掌控集体资源的状况。 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激励手段包括政策优惠、物质激励和政治提拔。
表 8 给出了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是以三个年度的总体样本为基础进行计算的。 可以看

出,县乡重合率平均要高于乡村重合率,即县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的控制能力要强于乡镇政府对

村两委的控制能力。 简单负担指数和加权负担指数的均值和标准差的差异不大,这说明两种测

度方法比较一致;简单依赖度指数和加权依赖度指数的情况与之类似。
表 8摇 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乡村重合率 2 . 57 1 . 30 0 5

县乡重合率 3 . 31 1 . 41 0 5

简单负担指数 0 . 66 0 . 23 0 1

加权负担指数 0 . 67 0 . 24 0 1

简单依赖度指数 0 . 55 0 . 18 0 1

加权依赖度指数 0 . 54 0 . 18 0 1

村庄人口(万人) 0 . 16 0 . 10 0 . 016 0 . 51

人均纯收入(万元) 0 . 30 0 . 19 0 . 02 1 . 3

人均村庄集体收入(万元) 0 . 01 0 . 04 0 0 . 48

物质激励(1 =有;0 =无) 0 . 73 0 . 44 0 1

政策优惠(1 =有;0 =无) 0 . 51 0 . 50 0 1

政治提拔(1 =有;0 =无) 0 . 32 0 . 47 0 1

样本量 345

摇 摇 乡镇政府对村两委使用三种激励手段差异显著。 物质奖励和政策优惠是主要激励手段,平
均有 73 . 2% 和 51% 的乡镇政府曾经使用过这两种手段;而政治提拔的使用率仅为 32 . 4% 。 人

均村庄集体收入的地区差距非常显著,其平均值为 110 元,最小值为 0 元。
表 9 列出了计量模型的结果。 第 1-2 列被解释变量是乡村重合率,第 3-4 列被解释变量是

负担指数。 县乡考核重合率对测度乡村控制强度的所有被解释变量都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意

味着,行政压力在多个科层间的传导过程中会逐步衰退。 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更高

级别政府所制订的工作目标超出了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和资源约束;二是这些工作目标本身与

基层干部自身的利益并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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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摇 县、乡、村行政压力传导体制的面板回归分析

被解释变量

乡村重合率 简单负担指数 加权负担指数

关键解释变量

摇 县乡重合率 -0 . 132 -0 . 148 0 . 016 0 . 022

(1 . 29) (1 . 4) (0 . 99) (1 . 3)

摇 简单依赖度指数 2 . 66 -0 . 129

(4 . 71) *** (1 . 22)

摇 加权依赖度指数 2 . 626 0 . 197

(4 . 49) *** (1 . 81) *

控制变量

摇 物质激励(1 =有,0 =无) -0 . 043 -0 . 033 -0 . 027 -0 . 048

(0 . 18) (0 . 14) (0 . 6) (0 . 97)

摇 政策优惠(1 =有,0 =无) -0 . 26 -0 . 217 -0 . 008 -0 . 009

(1 . 25) (1 . 03) (0 . 23) (0 . 26)

摇 提拔(1 =有,0 =无) -0 . 078 -0 . 074 -0 . 05 -0 . 058

(0 . 34) (0 . 32) (1 . 45) (1 . 71) *

摇 村庄人口(万人) 1 . 764 1 . 911 -0 . 801 -0 . 823

(0 . 68) (0 . 74) (2 . 35) ** (1 . 64)

摇 人均纯收入(万元) -1 . 398 -1 . 463 -0 . 05 -0 . 008

(1 . 75) * (1 . 85) * -0 . 32 -0 . 05

摇 人均村庄集体收入(元) 5 . 732 5 . 7 0 . 948 0 . 882

(1 . 78) * (1 . 69) * (4 . 67) *** (4 . 35) ***

常数项 1 . 169 1 . 071 0 . 95 1 . 011

(1 . 53) (1 . 46) (5 . 25) *** (5 . 43) ***

样本数量 345 345 345 345

村庄数量 115 115 115 115

摇 摇 摇 注:1 . 括号内是 t 值;2 . *、**和***分别表示 10%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在多数回归中,乡镇加权依赖度指数和简单依赖度指数都是显著的,因此乡镇政府有能力

将工作任务下压。 相比之下,依赖度指数与乡村重合率的相关性更高。 也就是说,当乡镇依赖

度高的时候,乡村重合率和村干部负担指数都会较高;而当乡镇依赖度低的时候,虽然乡村重合

率也偏低,但是负担指数却没有显著降低。 即,当乡镇不是太依赖村干部的时候,村干部可以有

选择性地执行上级的任务,而真正意义上的工作自主权却不高。 这既可能是由于村干部还需要

依靠上级政府的行政力量来开展工作,也可能是由于那些不需要依赖上级行政力量的工作也不

能给村干部带来私人收益,所以村干部也没有积极性去执行此类任务。
在四组回归中,人均村庄集体收入对乡镇的控制力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也即,如果乡

镇政府采取了相对分权的经济体制,容许村庄保留较多的集体收入,那么其对村两委的控制能

力会更强。 一种解释是,在采取乡村分权体制的地区,乡镇政府制订的任务目标也更符合村干

部的利益,因此村干部会更“听话冶 ;另外一种可能是,由于乡镇政府可以影响村两委干部的人

选(尤其是村支部) ,在集体经济较为发达的村庄,为了当上村干部,村庄精英要争取乡镇政府

的支持。 此外,村两委可控的资源较多,也会使其有更多的手段来影响村组干部和群众的行为

选择。 而在集体经济欠发达的村庄,由于担任村干部的利益有限,村庄精英要么不愿意当村干

部,要么当了村干部也难以执行上级的任务。
究竟哪一种解释正确? 回归结果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对乡村控制力度有负向的影响。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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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果基层的经济体制相对分权且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话,那么人均收入高、经济发达的村庄

会更难以控制,即单纯农户经济条件的改善不利于乡镇政府控制村两委。 因此,该统计结果支

持了后两种机制更重要。 无论本地经济贫困与否,乡镇政府只有把部分资源留给村两委集体支

配,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村两委贯彻考核任务;反之,基于财政集权和政策补贴的体制,围绕考

核绩效来激励村干部,不是控制村两委的好办法。

五、结论

本文为县乡政府的“压力型体制冶提供了一个新的实证分析框架。 根据全国代表性的调查

数据,本文构造了一组变量来测度压力型体制的运转,包括县乡考核重合率、乡村考核重合率、
乡镇政府的依赖度指数和村两委的负担指数。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压力型体制冶在不同地区

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乡村两级干部较为普遍地、有选择性地执行上级的考核任务。 相对而言,村
两委在工作自主权方面要明显优于乡镇政府。 在部分抽样地区,村两委的重合率和负担率都处

于较低的水平,这是县乡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出现衰退的表征。
不过,就样本村庄的平均水平而言,农业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并没有向“悬浮型冶政权转

变,乡镇政府对村两委的控制力也没有普遍下降。 但税改对于县乡关系和乡村关系的影响是不

同的。 县政府在税改后逐步实施了对乡镇财政的集权,这有助于强化县乡的行政控制力度淤;但
是在乡村之间,财政集权以及各种考核激励的实施却没有显著增强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控

制力。
上述研究结果说明,财政集权并不等同于行政科层组织之间的控制力会同步增强。 一方

面,尽管中央政府在强化财政集权的同时,提升了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然而相关政策目标

却在县乡政府的工作职能上显著衰退了。 尽管财政集权强化了县乡政府之间的行政控制,但县

乡政府却没有执行中央政府的公共政策目标,而是把来自中央层面的政策任务推卸给了村

干部。
另一方面,在乡村两级之间必要的财政分权实际上有利于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行政控制。

前文的计量分析表明,乡镇依赖度显著地正向影响乡村重合率和村干部的负担率。 这就意味

着,当乡镇政府依赖度高的时候,村干部通常还要执行上级的意图。 但由于村干部所掌握的资

源有限,乡镇政府并不能将县政府对其的考核压力全面分解下压。 这也是县政府的政策意图无

法有效地向村干部传递的重要原因。 这说明,对村庄的经济分权,提高集体经济收入,既可以有

效地激励村干部,也有助于增强村干部执行任务的实际能力。 该实证发现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

压力型行政体制的效果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从社会治理政策顶层设计的角度,本文认为,国家在同时对于基层政权的资源汲取手段和

资源分配动机进行集权化干预的时候,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 税费改革前,基层财政的体制安

排相对分权,县乡政府在资源汲取方面的压力分散在乡村干部内部。 由于征税压力的内在约

束,基层干部会比较重视农民增收和干部廉政建设方面的工作,而维稳压力其实并不算高;然
而,在财政集权改革之后,尽管农民的税费负担有所下降,但乡村干部不再重视农民增收的工

作,此类工作的开展依赖于更高层级政府专项资金的诱导。 同时,廉政建设的重要性下降,维稳

压力不断攀升。 因此,在压力型的体制之下,国家在推动社会治理结构改革的时候,需要考虑到

基层政权的资源汲取手段和资源分配动机之间的激励兼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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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当然,乡镇干部是否可以将上级布置的任务办好,是另外一回事。 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县政府不断加大对维稳工作

的考核力度,该项工作在乡镇政府的工作职能排序中也逐步被加强,但是抽样村庄中各种较大规模的集体性上访和群体性事

件的频率也在逐年攀升。 这表明,单纯依靠加强对下级干部的行政压力,并不能有效地实现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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